
第 18 卷第 5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8  No.5 
2012 年 10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SCIENCE)  Oct. 2012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黄真 

(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上海，200233)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热点。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 

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 

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 

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 

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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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 

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 

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 

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 

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 

“……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 

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 

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 ”直到 20世纪 70年代， 情 

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 

全忽视” 。 [1](1−2) 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 

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 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 

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 

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 

特 (Rose  Mcdermott)、罗森 (Stephen  Rosen)、利博 
(Richard  Ned  Lebow） 、郝拓德 (Todd  Hall） 、默瑟 
(Jonathan Mercer)等。 ① 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 

方面有所建树 [2] ，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 

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 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 

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 

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 

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 [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 

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 

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 

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 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 

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 

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 

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 

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 

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 

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 

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 [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 

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 

研究上。 [2] 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 

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合情感视角分析了希特勒帝国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起源，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 

政治、经济和情感危机以及希特勒的人格共同作用的 

结果。德国民众以及希特勒都受到疏离感的折磨，并 

且受困于羞愧——愤怒的循环之中，这两者结合产生 

了大规模的战争。 [4]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 

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 

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 

收稿日期：2012−04−14；修回日期：2012−08−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及我国对策研究”(11CGJ007) 
作者简介：黄真(1983−)，男，江西广昌人，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8 卷第 5 期 166 

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 

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 

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 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 

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 

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 

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 

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 

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 

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 

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 

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 

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 

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 

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 

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 

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 

础情感， [5] 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 

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 

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 

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 

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 

（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 

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 

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 

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 

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 

明的” 与 “坏的和愚蠢的” ， 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 

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 

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 

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 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 

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 [6](138) 。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 

程的话， 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 

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 

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情感与认知’ 

(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 

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 

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 

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 

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 ” [7] 马库斯的话实际上 

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 

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 

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 

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 ② 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 

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 

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 

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 

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 

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 

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 

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 

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 

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 ； 另 

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 

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 “否则就 

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 。 [8](82−83) 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 

点： “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 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 

在里面。 ” [9](3)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理性与感情的关系及 

其国际政治相关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存在 

明显的、独立的和自足的情感及其反应，即存在直接 

的、完全的情感交换。第二，一切认知和理性行为都 

包含情感要素，因此看似理性的交换实际上也包含情 

感的交换。第三，认知和理性均能产生情感，情感也 

能促进认知和理性。 “理性潜沉着情感因素正如情感也 

积淀着理性内容一样——理性有情感化的一面，情感 

也有理性化的一面。 ” [6](140) 

关于理性和感情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为了证明一 

个事实，即国际关系中存有明显的、大量的、因而特 

别值得研究的情感问题和情感现实。国家不仅有情感 

动机，而且有情感交换，还有由行动（可能是情感行 

动也可能是理性行动）带来的情感结果。 

三、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 

一般而言，资源指的是可以通过人际行为传递的 

任何物质或符号的东西，也可指一行为体所拥有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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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够奖赏（或惩罚）另一特定行为者的能力、财物 

或属性。 [10] 所以，情感肯定是一种可以交换的资源。 

情感社会学认为，情感是主体心理满意或不满意的表 

露，因此从理论上讲，情感既包括广义的“爱” ，也包 

含广义的“恨” ，它们均可以直接作为资源参与交换。 

情感作为一种交换资源，其作用是在将来产生某种有 

价值的结果。 [11](88) 

实际上，国际关系中每天都在进行情感的交换， 

伊斯兰世界和以查韦斯为首的大部分拉美国家对美国 

和资本主义的憎恨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的排外情绪、 

北欧诸国的和平主义传统以及相伴的同情和博爱、最 

不发达国家内心的无助与绝望、西方世界的不安与恐 

惧都表明当今处于一个“情感冲突的世界” 。 “情感冲 

突的世界”是由法国国际关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 
(Dominique Moïsi)首先提出的，他说： “我们仍没有充 

分认识到的是，也许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同样是一个 

‘情感冲突的世界’ 。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恐惧文化 
(fear culture)，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呈现出一种羞 

辱文化(humiliation culture)，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尤其 

是东亚，则为一种希望文化(hope  culture)。美欧世界 

并没有因为恐惧而更加团结， 他们因之更加分裂……， 

相反，羞辱使得伊斯兰世界更加紧密地团结于极端势 

力周围，并且生成一种仇恨的文化。恐惧和羞辱的致 

命对抗，其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处于希望之中的旁观者 

——他们能够聚精会神地为自己创造一中更为精彩的 

未来。 ” [12]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交换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 

消极情感 ③ 和积极情感的交换。下面我以最为主要的 

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类型为例，说明国际关系中的 

情感交换。 

消极情感主要包括愤怒、悲伤和羞愧，这些消极 

情感的交换和互动不仅是双方关系好与坏的直接表 

征，也是关系进化和退化的过程性特征。例如，当一 

国认为另一国获取权力、物质福利和国际地位是通过 

违背甚至是践踏国际规范和文化期望时，该国则会体 

验到愤怒。 愤怒也可以作为一种紧密关系的情感反应。 

如果两国是盟国，当一国遭受到在两国看来是极为不 

公正的待遇时，另一国表现出的愤怒便是对该国的某 

种无形的援助。 

悲伤是无国界的。悲伤指得是一国对于他国的各 

种不幸表达的一种低落情绪， 这种情绪往往通过同情、 

移情和怜悯机制发挥作用，达到双方的感同身受。不 

管另一方的悲哀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悲哀的国际政 

治效应是明显的。当俄罗斯为波兰空难设定全国哀悼 

日时，导致的结果是：俄波同殇空难，关系渐生暖意。 

当体验到来自他人较少的服从和尊重时，人们将 

对自我进行消极的评价，并体验到羞愧情感。在国际 

关系中，羞愧主要表现为承认自己过去的过失并表示 

歉意，或者意识到自己要求的地位超出了自己的能力 

和成就，或者承认自己当下地位的获取不是靠自身的 

能力而是靠某种机会或者他国的帮助。 ④ 

积极情感主要包括接受、信任、博爱和感激。就 

像弗鲁姆和布瑞恩(Donald  Fromme  and  Clayton  O’ 
Brien)把“放弃”作为一种人类基本情感一样，普拉 

切克(Robert Plutchik)把“接受”同样作为人类基本情 

感之一， [1](12−14) 对他国的接受是一个连续谱，从最基 

本的 “自己活也让他人活” 到尊奉他人为合法权威(legal 
authority)，甚至是主导国(dominant country)。 [14] 但不管 

是何种程度的接受，其中必有明显的情感 内容。 

信任从来不是先验的存在，正如后文所言，它是 

国家互动的产物，但是这心理产物具有必然的和显著 

的情感要素，信任一旦产生，或者说从信任营造一开 

始，情感交换便同步开始了。情感产生信任，信任富 

含情感。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指出： “认同和 

信任的定义，当且仅当分析者认识到他们依赖于情感 

时，才具有因果力。没有情感的认同意味着一种冷漠 

的、中立的和冰冷的观察；它并不能激发任何行动。 

没有情感的信任意味着一种仅仅基于刺激的预期；如 

果刺激能解释合作，那么信任没有说明任何东西。情 

绪产生认同、信任，以及使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成为 

可能。 ” [15] 因而，我们可以这么认定，国家交换信任， 

实际上也在交换情感，表现为：我“赠与”信任于你， 

也希望得到你给予我信任。 

国际关系中同样存在虽然不甚普遍但却同样重要 

的“爱”的情感。这种爱的情感从理论上反映在世界 

主义者最为信奉的“人类共同体”理念上。 [16](9−11) 世 

界主义从个体而非国家看待整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形 

成了真正的权利义务关系，当对方权利无法实现而己 

方未尽到义务时便会产生不安，与此相伴的同情、仁 

慈和关爱便会促成以国家为行动代表的对外援助。认 

为国际关系中存在“爱”的给予的看法基本上认为国 

家不仅仅追求利益满足，同样追求情感满足。 

就受惠者而言,如果一国对我的敌人表达了愤怒， 

或者对我的不幸表达了悲伤与同情，或者对我表示了 

信任，或者尊重我的地位，或者给予了我某些需要的 

物品、对我说了某些好话、实施了某些有益的行动， 

等等，这时我应该表达一种基本的情感，即感激。国 

家的感激意味着对他国的各种付出表示满意和谢意， 

并承诺会尽自己最大力量做同样的事情。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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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 

在心理学界，动机一词的基本含义为：引起个体 

活动，维持已引起的活动，并促使该活动向某一目标 

行进的内在作用。 [17](489) 这个含义表明：动机本身不属 

于行为，它只是促动行为的内在原因。这里我们必须 

注意，尽管动机是行为的内在原因，但并非所有的行 

为都存在动机。 马斯洛认为： “并非所有的行为或反应 

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的 

满足的追求，即寻求需要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 

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 

的法则。 ” [18](35) 但是就国际关系而言，国家的绝大部 

分对外行为都存在动机的促动。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行为的动机基本上被概 

括为理性动机， 进一步狭义界定为经济学上的那个 “理 

性” ，即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 

尽管后来存在西蒙的理性改进，但本质并没有改变。 

我们认为，国家是理性和感情的统一体，国家既有智 

商，也有情商，既有理性目标，也有情感目标，这些 

情感目标构成国家对外行动的情感动机。下面，我以 

孔德的情感动机理论来理解国家的情感动机图谱。 

孔德认为：感情、行为和才智构成人性，其中起 

决定作用的是感情，正是人的感情决定了人的理智和 

活动的目标。 “按照一个著名的说法，由情感而行动， 

为行动而思考” ， “……推动力总是来自情感，才智永 

远只是一个指挥手段或控制手段。 ” [19](67−68) 孔德把情 

感动机划分两大类十大情感动力，一类是利己主义情 

感，一类是利他主义情感，见图 1。 [20](35−36) 

根据孔德的情感动机划分，并结合国际关系自身 

的特点，我们认为，国家同样存在两大类型的情感动 

机，这两大类型的情感动机表现为从本能性情感到高 

级情感，由个国情感到国际社会性情感，由利己性情 

感到利他性情感的谱系。下面将简要说明国家的利己 

主义情感，相对给利他主义情感更多关注，这是因为 

相比利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以及由此 

导致的绝对关注，利他主义还较为薄弱，但却弥足珍 

贵，意义重大。 

国家的利己主义首先是最为原始的同时又是最为 

基础的自我保存本能。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国内政治寻求 

的是进步和秩序，而国际政治是关于生存斗争的领 

域。 [21](17−34) 华尔兹(Kenneth Waltz)也早就强调，国家 

图 1  情感动机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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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和根本性的动机是生存以及表现为生存的国际 

权力结构位置。 [22] 因此，对于自我保存，国家具有显 

著的情感关注， 表现为自我保存本能下的恐惧、不安、 

愤怒等情感。之后是国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行为体表 

现出的利己性情感：军事行动发展野心，企业行动满 

足贪婪。最后是表现为支配他国和赢得他国赞同的需 

要，与这两种需要对应的情感动机是骄傲、炫耀和虚 

荣，或者是霍布斯所说的荣耀心。 [23](94) 

利他主义情感动机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广义的 

“爱” ，从最为基础的在平等地位上的依恋（接受）到 

不同地位间的崇敬再到最为广博和宏大的仁慈博爱。 

在国际关系中， “爱”主要体现如下： 

博爱或仁慈(benevolence)动机。斯密认为，博爱 

是人的本能。 “无论将人类视为多么自私的动物，在其 

本性(nature)上中都明显地存在着若干原则，使其关心 

他人命运，并把他人的幸福当作自己本身不可获取的 

（本性需要）， 尽管除了看到他人的幸福而感到愉快之 

外他毫无所得” [24](5) ，斯密继而认为，博爱也存在国 

家之间， “也许我们有效的援助很少能够扩及比我们的 

国家更为广大的那些社会，但是我们的好意却没有任 

何界限，我们可以拥抱浩瀚无边的宇宙” [24](303) 。 ⑥ 博 

爱和仁慈的背后是康德直至今日世界主义规范理论所 

提倡和宣扬的人类共同体理念。康德认为，国际政治 

只是表面上看是国家间的关系，实质是人类共同体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 

这一虚假伪装背后，没有人的国家社会是空的。国家 

不是人，它们没有意志，只有人的意志在处理事物， 

因此在国际社会这一法律虚名下，真正的国际社会是 

由人构成的” [25] 毫无疑问，全体人类的利益是是一致 

的，人类共同体应该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最高目标和追 

求 [26](146) 。传承康德理念，世界主义认为，每一个人的 

身份应该由公民(citizen)转化为人(man)，人与人间的 

仁慈和爱不应该也不可能由于国家边界的存在而被阻 

遏 [27] 。这意味着每一个个体都把他者看成和我一样的 

价值个体。 

同情(sympathy)动机。与博爱和仁慈紧密相关却 

很有必要独立分析的是同情。早至一战爆发前夕，威 

尔逊便强调了同情的力量， “……生活是了不起的。 在 

它的物质方面……人类群体表现出了无限的天才和创 

造力。但是，不要忘记，道德的力量同样非常了不起。 

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杰出的男人和女人……展示着他 

们的同情心和助人为善的美德和能量，他们以自己 

的努力矫正谬误、拯救生灵，给弱小者以力量和希 

望。 ” [28](75) 同情不仅仅是人们日常意义上的对他者悲 

惨境况的感受，它还包括与他人同乐的含义。正如斯 

密说： “怜悯和同忧(pity and compassion)是表达我们对 

他人的悲伤所报有的同类情感的词。同情，在其本意 

上也许与这两个词同义，但是，如今却可以用她它来 

表示我们对任何种类的情绪所报有的全部同类情 

感。 ” [24](7) 一般而言，同情往往通过移情和情感感染 
(empathy  and  emotional  contagion)机制，乐他人之所 

乐，哀他人之所哀。 

慷慨(generosity)动机。同样，慷慨与博爱和同情 

紧密相连。博爱和同情往往能导致国家的慷慨赠予， 

而非仅仅表现得慷慨那样。但慷慨本身可以独立成为 

一种动机。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慷慨的定义是 

国家 A 不利用国家 B 的弱点，以便向 B 说明自己感 

到两国之间有着许多共同利益。 [29](34) 不难想象，当国 

家关系处于正常情况，且没有预期的潜在的危险时， 

国家并不担心慷慨赠予会增强对方伤害自己的可能 

性，尤其在国家意识到别国的匮乏之苦时，只要自身 

具备赠予能力，便会慷慨的赠予。 ⑦ 慷慨动机同样是 

古德里尔(Maurice  Godelier)强调的“团结型利他主 

义” ，以获取边沁笔下的“和睦之乐” 。古德里尔说： 

“从历史上看，将被排除者整合到社会中来的一种基 

本做法就是赠予。……（它）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团结 

姿态，是社会自身减少非正义、隔离和忽视而进行或 

必须进行的整合。 ” [30](7) “这种‘无算计’的礼物赠予 

在想象中就是真正的团结友谊的最后存身之地” ， 团结 

动机“去触及、感动和呼吁人们的慷慨；向一种人类 

团结呼吁，这种人类团结存在于超越了所有文化、阶 

级、等级、语言或身份差别的地方。 ” [30](7−8) 

有必要特别指出，由于情感往往要通过行为才能 

体现出来，因而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作为行为动机的 

情感” 。实际上，如果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探讨“作为 

动机的情感” ，则还包括导致其他情感的情感动机。 换 

句话说，情感作为动机，既可以导致行为，也可以导 

致其他情感，例如，嫉妒导致愤怒，羞愧或内疚导致 

悲伤等。 [31]( 第二章 ) 

五、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国际关系中还有一种形式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国 

家互动后或在互动中产生的。温特(Alexander  Wendt) 
认为，国家之间存在敌人、竞争者和朋友三种身份， 

每一种身份对应仇恨、接受和友好三种情感。尽管他 

并没有解释身份转变的机制，但是他认为不管具体的 

转变机制是什么，其中必然依托国家间的互动，而且 

当互动的频率和效度超过那个临界点时，就能实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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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身份的转变，同时也必然蕴含情感和态度的转 

变。 [32](452−454) 

一般而言，互动既可以导致积极的情感，也可以 

导致消极的情感。著名的互惠理论研究者科尔姆 
(Serge­Christophe  Kolm)认为，AB两个行为体通过礼 

物赠予行为很可能产生积极的情感， 他说： “因为他给 

了于你而言极为有益的东西，之后你可能出于以下原 

因而接受他者的礼物或帮助。最直接的就是你很喜欢 

礼物本身。此外，你可能感受到他赠予的礼物中体现 

出的对你的注意，尤其是因为该礼物表明了对你的欣 

赏：加强了你社会存在和自我意识——一种最重要的 

情感。你也可能喜欢上给予过程中的友好。 ” [33](20,  98) 

在联盟信任的研究中，尹继武认为，在国家同质性、 

盟友不确定性、共有威胁知觉等变量给定的前提下， 

社会交换程度越高越频繁，联盟国家间更有可能产生 

情绪性信任而非工具性信任。 [34](125−127) 著名的社会学 

家科塞(Lewis  Coser)也意识到互动与情感的关系，他 

认为即使是冲突的双方也可以产生积极的情感，即冲 

突创造了联合和联盟，具体的路径包括：第一是双方 

意识到共同威胁， 因而形成工具性联盟共同抵御外敌； 

第二，在势均力敌以致于无法取胜的情况下，为避免 

两败俱伤，冲突双方会习得合作行为；第三，偶然的 

工具性联合通过共同价值、情感交流和规范建设可能 

形成永久性联合。 [35](124−134) 

互动也可以产生消极的情感。著名的人类学家莫 

斯(Marcel Mauss)认为，在简单社会中， “拒绝接受无 

异于是宣战，因为这便是拒绝联盟和分享，是对友谊 

和交往的拒绝。 ” [36](23) 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劳 
(Peter  Blau)认为，即使在当下复杂社会，拒绝接受在 

相当多情况下也是有损关系和有损情感的， 他说： “拒 

绝接受馈赠或一次邀请也是如此（即不信任对方）， 因 

为接受将使一个人卷入到一种交换关系中……在我们 

社会的社会关系中，不信任是一种不友好的表征。给 

予馈赠或提供帮助是友好的表示” [37](166) ， “对一个主 

动表示的接受……往往成为一种萌芽的交换关系的起 

始点， 也可能是一种持久的朋友关系的起始点” [37](154) 。 

在国际关系中，互动导致消极情感的典型表现是安全 

困境，安全困境表明了互动中的国家如何在重复博弈 

中更为不信任对方，因而更为不安和恐惧的悖论。 

六、小结 

本文体现的是对国家情感的关注。情感因素基本 

上受到国际关系学的排斥，根本的原因在于情感被认 

为是非理性的，因而是必然导致冲突的。这样理解情 

感注定是片面也是不公平的， 情感是理性的天然伙伴。 

另外，我们可以容易地得出结论，如果在非重复性囚 

徒困境存有情感因素，如信任、守信、同情、正义、 

尊重等，那么囚徒困境原本就不存在。我们相信情感 

在很多时候弱化了行为体的自私和冷酷，使得国家不 

仅要实现利益满足，还要达到情感满足，因此，我们 

认为囚徒困境完全可以有合作解。 

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它 

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 

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 

建构身份或认同？二是静态的分析。静态的分析包含 

两类，其一是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 

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前面已经说明，心理学家和 

情感社会学家的基本共识是高兴、恐惧、愤怒和悲伤 

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其二是情感的性质分析，本 

文便属于这类研究。本文认为， 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 

我界定为作为一种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 

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最后有必要指出这么几点：第一，作为交换资源 

的情感是抽象的、不可见的，它往往通过情感行动加 

以体现，当然情感行动包括言语行动(speech  act) [38] 和 

实际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 

和作为动机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正如爱的动机导致示 

爱的行动，而示爱的行动中蕴含爱的情感的交换；第 

二，作为动机的情感同样是之前国家互动的产物，毕 

竟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情感，当然国家互动可以是 

国家间的互动，也可以是国家内部多元主体的互动。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 

的情感同样难以割裂；第三，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看 

似是非情感性互动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它是过程性产 

物，它伴随国家互动的全过程，不断生产和再生产， 

最终可能使得某种或某些情感强化或弱化甚至消失。 

再者，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总是瞬时又构成国家行动 

的动机或动机之一，这再次说明，从性质上界定以上 

三种情感只是一种学理探讨，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 

三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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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是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互 

动仪式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人们在互动中可以投入的情感资源。 

情感能量和行为体本身情感的丰富性和其他资源（如权力、地 

位和钱财等）相关，这些决定了行为体在互动中可以付出的和 

可以预期回报的情感的数量和质量。毫无疑问，每一个行为体 

都具有情感能量， 差异只在大小。 见 Randall Collins, Stratification. 
Emotional Energy and the Transient Emotions, in T.D. Kemper ed.,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27−57. 

③ 这里关于消极情感，尤其是愤怒和羞愧的探讨，参考了著名的 

情感社会学家杰克•巴伯莱特(J.M.Barbalet)的著作，参见  J.  M. 
Barbalet.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Macro­ 
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关于羞愧的例子有，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 

纪念碑前双膝跪地；日本承认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异常艰 

难，而且不能不重视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国民党中国知道自身 

的世界“四大警察”地位不是自身的能力所及而是美国的恩惠。 

一般而言，承认自身的过失并为曾经的恶行感到羞愧对受害国 

而言是个极大的安慰。关于羞愧有必要补充一点，如果羞愧的 

内容是社会共同认可的，这种羞愧对国际关系的重建和良性发 

展是极度有益的，但是如果羞愧的内容不是被社会所认可，而 

是被社会所否认或抑制的，则羞愧会激活羞愧——愤怒循环， 

尤其在集体情感被激活和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将对国际关系产 

生极为消极的影响，例如，如果勃兰特那一跪没有得到认可， 

反而被认为是作秀或者其他，则联邦德国极度可能更加仇视波 

兰和国际社会。见  Thomas  Scheff,  Bloody  Revenge:  Emotions, 
Nationalism and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⑤ 中国受援史上的一个案例表明了互惠规范的内化。中国在 1961 
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 

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时任外贸部部长曾 

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 1万吨，面粉 6千吨、 

牛羊肉  1 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 

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 

援助过他们，因而必须做出报答。《中国三年大饥荒：苏联不逼 

债美国赠粮遭拒》，见  http://cul.cn.yahoo.com/ypen/20101013/ 
46772_2.html. 

⑥ 在一篇“利他主义”的文献综述中，学者普遍的一个认识是， 

旨在使他人受益（即他人境况改善和福祉提高）的利他主义而 

非仅仅利他行为确实存在，而且构成人类本质的一部分。见： 
Jane Allyn Piliavin and Hong­Wen Charng, “Altruism: A Review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6, 1990, p. 27. 

⑦ 以上所言的仁慈、同情和慷慨皆可以发生于一切国家关系中， 

但更为明显的是发生于同质性国家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 

诸如民主和评论、共同体论、一体化论、意识形态联盟论、集 

体身份论，一定程度上还有规范理论（尽管该理论以个人为基 

础）中，国家的仁慈同情和慷慨会更加强烈，由之促动的赠予 

也更为频繁。最后不得不再次提醒，由于世界共同体远未形成， 

基于博爱、仁慈和同情的国家赠予在国际关系中还并不强势和 

主流，但值得预期的是，这种基于情感的赠予可能会日益增多， 

首先，全球的联系日益紧密，尽管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并非一 

定是好事，但一个可能有益的结果是一国可以即刻获知他国发 

生了什么；其次，相当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理念确实已经深入人 

心，这使得不仅政府而且国民都对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应该 

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相当敏感，一方面民众会 

把这种要求施加于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化和高昂的国 

内观众成本使得政府的大爱之心不会泯灭；第三，诸如平等、 

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扩展和内化已经昭示了国家利他主义 

内容的进一步丰富， “他和我是一样的” ，当他没有达到我这样， 

我感到强烈的义务感去“赠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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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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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become a hot issue recently. There are two ways of studying emotion 
in  IR, of which  the  first  is the dynamic  analysis, which  includes  such  questions as how  emotions  generate, what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is,  how  emotions  lead  to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and  what  is  the  causal  mechanism,  how 
emotions construct the identity. The second is the static analysis, which includes two categories. One is the typology of 
emotion, that is, how many types of emotion exist in interpers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other is the analysis 
of the property of emotions, which this paper belongs to.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roperty of 
emotions as follows: emotions as exchange resources, emotions as behavioral motive and emotions as interactive result. 
These three kinds of property are firmly connect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emotion; exchange resource; emotional motive; interactive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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